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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数据， 运用处理效应模

型和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别考察了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 总体回归结果

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能使个体增加 ４２％的收入， 但同时会减少 １３％ 的幸福感； 子样本分析

结果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稳健。 本文的研究为

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客观依据， 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个性特征维度的新解释，

为新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支持， 为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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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知识青年①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重要的历史。 这场运动发端于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初

澜于上世纪 ６０ 年代， 在文革期间形成高潮， 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结束。 从 １９６２ 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曾有 １７００ 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 （刘小萌， ２００９）。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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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 在本文中特指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年

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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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运动使得成千上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 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 但同时也使得知

青受到严酷的锻炼， 在日后社会各领域都涌现出了杰出代表。 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

代青年人的人生道路， 影响了亿万城镇居民的生活幸福。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涌现了

大量以知青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也有不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 （潘

鸣啸， ２００５； Ｘ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金大陆、 金光耀， ２００９； 顾洪章，

２００９； 金光耀、 金大陆， ２０１５），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这场运动的经济社会后果的文

献却极其鲜见。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 但是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其发端之时的真实动因却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 （刘小萌， ２００９）。

对这场运动的客观历史评价离不开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尤其是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展

开的定量经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努力普及教育， 短短几年时间便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 １９４９ 年

到 １９５２ 年底， 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已由 ２３４９ 万人增加到 ５１１０ 万人， 学龄前儿童入学率

达到 ４９􀆰 ２％ ； 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 １０４ 万人增加到 ２４９ 万人， 增长了 １３９％ ， 其中初中

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 １６８％ ， 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 ２６％ 。 由于缺乏计划性， 各级教

育规模的扩张幅度并不一致， 导致各级毕业生比例严重失调。 于是， 政府在 １９５３ 年压

缩了初中和小学的招生人数， 这使得 １９５３ 年不能升学的人数突然猛增到 ２１３􀆰 ４ 万人，

而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①。 虽然建国初期， 城市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但面

对逐年新增的毕业生就业仍然捉襟见肘。 １９５３ 年， 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实

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１９５４ 年， 国家开始对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大规

模改造， 使得城镇私营经济急剧萎缩， 大大加剧了城市青年就业压力。 正是在这种压

力下， 政府开始宣传鼓动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１９９９ 年， 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大学扩招计划， ２００３ 年第一届扩招后的本科毕业生进

入劳动力市场， 自此大学生就业形势逐年严峻。 各级政府年年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列为就业工作的首要难题， 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大学生就业政策。 其中， 面向基层的大

学生就业政策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②。 虽然当前大学生去往基层就业并不等同于昔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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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来源于 《中国教育年鉴》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１）。
目前， 中央各有关部门主要组织实施了四个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 包括：
团中央、 教育部等四部门从 ２００３ 年起组织实施的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中组部、 原

人事部、 教育部等八部门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组织实施的 “三支一扶” （支教、 支农、 支医和扶贫）
计划； 教育部等四部门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组织实施的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 中组部、 教育部等四部门从 ２００８ 年起组织实施的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是两者仍有一些相似之处。 从政策动机来讲， 都是为了解决过

剩的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从个体角度来讲， 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其个人的初次就

业。 初次就业选择对个体的终身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ｄｅ Ｇｒｉ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Ｂａ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但据我们所知， 目前尚没有研究基层工作经历对中国大学生终身职业发展

影响的文献。 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间接参

考， 进而帮助评价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知识青年的主体是中学毕业生， 他们上山下乡时的平均年龄为 １８ 岁①， 刚走出校

门就远离城市家人， 到偏远艰苦的农村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这对多数知青来讲

是挑战和磨练。 上山下乡锻炼了知青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坚强韧性的个性品质。 传统的

人力资本理论将能力视为先天给定因素， 仅关注教育、 健康、 迁移等形式的人力资本

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近年来的劳动经济研究发现， 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个性特

征等非认知技能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重要影响， 并逐渐形成了基于能力的新人

力资本理论 （Ｎｙｈｕｓ ＆ Ｐｏｎｓ， ２００５； Ａｌｍ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李晓

曼、 曾湘泉， ２０１２）。 由于个性特征等非认知技能度量困难， 数据匮乏， 相关研究的进

展有限。 上山下乡是一段特殊的经历， 研究其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可以间接研究个性

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从而为新人力资本理论增添经验证据。 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

系是经济学界悬而未决之谜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１；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１３）， 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还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实证

解答。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是数据与方法， 第三部分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

感的影响， 最后是结论。

二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１􀆰 处理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扩展明瑟收入方程来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是个体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是上山下乡经历。 上山下乡并非随机选择， 而是受家庭背

景等因素影响。 如果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方法， 则会面临内生性问题。 所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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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 Ｍａｄｄａｌａ （１９８３） 提出的处理效应模型来克服内生性问题。 本文处理效应模型的

回归方程是：
ｙｉ ＝ βＸ′

ｉ ＋ λＤｉ ＋ εｉ （１）
其中， Ｄｉ 是上山下乡经历虚拟变量， Ｘ ｉ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 工

作经验、 性别、 政治面貌、 地区、 城市规模、 行业类型、 单位类型等。

选择方程是：

Ｄ∗
ｉ ＝ γＷ′

ｉ ＋ ｕｉ，　 其中 Ｄｉ ＝
１，　 如果 Ｄ∗

ｉ ＞ ０

０，　 其他
{ （２）

其中， Ｗｉ 是决定是否上山下乡的因素， 包含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性别虚拟变量两个

变量①。

式 （１） 和式 （２） 中的 ε、 ｕ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 且均值为 ０， 协方差矩阵为

σ２

ρσ
é

ë
ê
ê 　

ρσ

１
ù

û
ú
ú， ρ 为 ε 和 ｕ 的相关系数， σ２ 为 ε 的方差， ｕ 的方差被标准化为 １。

有上山下乡经历与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收入期望值之差为：

Ｅ（ｙｉ Ｄｉ ＝ １） － Ｅ（ｙｉ Ｄｉ ＝ ０） ＝ λ ＋ ρσ
φ（γＷ′

ｉ）
Φ（γＷ′

ｉ）［１ － Φ（γＷ′
ｉ）］

（３）

φ、 Φ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 由式 （３） 可知， 处理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比 ＯＬＳ 估计结果多了 ρσ
φ （γＷ′

ｉ）
Φ （γＷ′

ｉ） ［１ － Φ （γＷ′
ｉ）］

一项。 若 ρ ＝ ０，

则不存在内生性， 可以使用 ＯＬＳ 进行估计； 若 ρ≠０， 则存在内生性， 需要用上述

的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处理效应模型可以用赫克曼 （ ｈｅｃｋｍａｎ） 的两步法进行

估计， 也可以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两步法的优点是计算方便， 缺点是第一步的

估计误差被带入第二步中， 导致效率损失。 所以，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同时估计所

有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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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 除了极少部分人是受革命理想鼓舞自愿下乡外， 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被

选择而上山下乡的。 在那个年代， 革命军人、 革命干部、 工人、 贫农 （雇农、 佃农）、 下中

农家庭被称为红五类家庭， 地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 右派分子五类家庭被称为黑

五类家庭。 黑五类家庭的一个共同可识别特征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 其子女在升学、
招工、 参军等各方面均普遍受到歧视， 他们是最容易、 也是最有动力上山下乡的。 当时的政

策规定， 多子女家庭的允许留一个子女在身边。 考虑到下乡可能一去不复还， 在有儿有女的

家庭中， 父母更倾向于让女儿上山下乡。 所以， 我们将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性别作为选择方程

（２） 的解释变量。



２􀆰 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时， 被解释变量为幸福感。 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对幸福感的测度有 “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非常幸福”

五个选项， 分别被赋值 “１”、 “２”、 “３”、 “４”、 “５”。 这五个选项的幸福程度由低到

高， 有着天然的排序。 此时， ＯＬＳ 方法不适用， 需要采用专门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处

理。 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是受限因变量模型的一种， 是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

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的方法。 本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幸福感可视为一种

潜变量， 其潜变量结构形式如下：

ｈ∗
ｉ ＝ βＸ′

ｉ ＋ λＤｉ ＋ εｉ （４）

式 （４） 中的 Ｄｉ 是上山下乡经历虚拟变量； Ｘ ｉ 是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

年龄、 性别、 婚姻、 党员、 年收入的对数、 住房状况、 地区、 城市规模等； εｉ 为随机

误差项。 ｈ∗
ｉ 是个体幸福感的潜变量， 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 只能采用可观测到的 ｈｉ

和 ｈ∗
ｉ 之间的关系来代表。 可观测变量 ｈｉ 和被解释变量 ｈ∗

ｉ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ｈｉ ＝

１（非常不幸福），　 　 如果 ｈ∗
ｉ ≤ ｒ１

２（不幸福）， 如果 ｒ１ ＜ ｈ∗
ｉ ≤ ｒ２

３（一般）， 如果 ｒ２ ＜ ｈ∗
ｉ ≤ ｒ３

４（幸福）， 如果 ｒ３ ＜ ｈ∗
ｉ ≤ ｒ４

５（非常幸福）， 如果 ｒ４ ＜ ｈ∗
ｉ ≤ ｒ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５）

ｈｉ 是值域为 １， ２， ３， ４， ５}{ 的离散变量， 是可观测到的个体 ｉ 的幸福感； ｒ１ ＜

ｒ２ ＜ ｒ３ ＜ ｒ４ ＜ ｒ５ ， 是一组待估计的新参数， 这些参数将 ｈ∗
ｉ 划分为 ５ 个连续区间。 假

设 εｉ ～ Ｎ （０， １） ， 则：

Ｐ（ｈｉ ＝ １ ｜ Ｘ ｉ） ＝ Ｐ（ｈ∗
ｉ ≤ ｒ１） ＝ Ｐ（εｉ ≤ ｒ１ － βＸ′

ｉ ｜ Ｘ ｉ） ＝ Φ（ ｒ１ － βＸ′
ｉ）

Ｐ（ｈｉ ＝ ２ ｜ Ｘ ｉ） ＝ Ｐ（ｈ∗
ｉ ≤ ｒ２） ＝ Ｐ（εｉ ≤ ｒ２ － βＸ′

ｉ ｜ Ｘ ｉ） ＝ Φ（ ｒ２ － βＸ′
ｉ）

……

Ｐ（ｈｉ ＝ ５ ｜ Ｘ ｉ） ＝ Ｐ（ｈ∗
ｉ ≤ ｒ５） ＝ Ｐ（εｉ ≤ ｒ５ － βＸ′

ｉ ｜ Ｘ ｉ） ＝ Φ（ ｒ５ － βＸ′
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６）

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ｎＬ ＝ ∑
ｎ

Ｉ ＝ １
∑

Ｊ

ｊ ＝ １
ｈｉｊＬｎ［Φ（ ｒ ｊ － βＸ′

ｉ） － Φ（ ｒ ｊ －１ － βＸ′
ｉ）］ （７）

通过最大化对数似然函数式 （７）， 即可估计出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的参数 β， 即本文

所关心的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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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数据。 我们只保留有工资收入且出生年份在 １９３６ － １９６６

年之间， 从而有可能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上山下乡的非农就业群体样本①。 去掉少

量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 返城时间早于下乡时间等异常样本点， 并将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数据合并后， 共获得样本量 ５６３３ 个， 其中知青样本量 ８４４ 个， 非

知青样本量 ４７８９ 个。 在合并后的数据样本中， 原 ２００６ 年数据样本中的收入经消费

价格指数调整为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的实际收入②。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变量的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上山下乡经历 虚拟变量，有上山下乡经历者取值为 １，没有上山下乡经历者取值为 ０

收入 个体年收入的对数

幸福感
离散变量，取值“１”、“２”、“３”、“４”、“５”，分别对应“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
福”、“非常幸福”五种状态

受教育年限
由个人学历换算而来，小学或私塾为 ６ 年，初中为 ９ 年，高中、技校和中专为 １２ 年，大专为 １５
年，本科为 １６ 年，研究生为 １９ 年

工作经验 由调查年份减去首职工作年份计算而得

性别 虚拟变量，女性取值为 １，男性取值为 ０

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中共党员取值为 １，非中共党员取值为 ０

住房 虚拟变量，有住房者取值为 １，无住房者取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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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５５ 年， 毛泽东发出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号召， 随后引

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情。 １９７８ 年，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

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 基于此， 我们将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止时间确立为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８ 年。 当时的小学学制为 ５ ～ ６ 年， 中学学制为 ４ ～ ６ 年， 以小学入学年龄 ７ 岁计，
１９５５ 年下乡的最大龄者的出生年份应为 １９５５ － （７ ＋ ６ ＋ ６） ＝ １９３６ 年， １９７８ 年下乡的最小龄

者的出生年份应为 １９７８ － （７ ＋ ５） ＝ １９６６。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ＣＧＳＳ 数据中的年收入分别是个体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全年收入。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地区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类，以西部为基准组，分设东部、中部和东北三个虚拟变量③①

城市规模
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类，大城市包括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市区，中等城市指各

地级市市区，以小城市为基准组，分设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两个虚拟变量

行业类型 虚拟变量，第二产业取值为 １，第三产业取值为 ０

单位类型 虚拟变量，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取值为 １，企业取值为 ０

父亲受教育年限
由父亲学历换算而来，小学或私塾为 ６ 年，初中为 ９ 年，高中、技校和中专为 １２ 年，大专为 １５
年，本科为 １６ 年，研究生为 １９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整理得到。

三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中可以看到， 知青群体的年收入要高于非知

青群体， 而幸福感则正好相反。 这个初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
为什么知青群体的收入较高？ 上山下乡经历是否影响了知青的个体收入？ 为什么收

入高的知青群体的幸福感反而更低？ 上山下乡经历是否对知青群体的幸福感产生了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影响收入和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 而知青群体与非知青群体在这

些因素上是存在差异的。 表 ２ 列明了这些差异， 可以看到， 在个体受教育年限、 女性

比例、 非党员比例、 大城市比例和父亲受教育年限五个变量上， 知青群体要明显高于

非知青群体。 所以， 要回答上述问题， 则必须采用更严格的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离出

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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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 １０ 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 ６ 省包括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１２ 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 ３ 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参考国家统计局

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ｚｓ ／ ｃｊｗｔｊｄ ／ ２０１３０８ ／ ｔ２０１３０８２９＿７４３１８􀆰 ｈｔｍｌ。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非知青 知青 总体

年收入（元）
１０８９７􀆰 ７３０

（１１８７０􀆰 ０５０）
１１２８３􀆰 ８４０

（１０１０３􀆰 ２００）
１０９５５􀆰 ６４０

（１１６２２􀆰 １８０）

幸福感
３􀆰 ３３４

（０􀆰 ７７３）
３􀆰 ２８０

（０􀆰 ７５７）
３􀆰 ３２６

（０􀆰 ７７１）

受教育年限（年）
９􀆰 ７８７

（３􀆰 ２０９）
１０􀆰 ５７０　
（２􀆰 ７４４）

９􀆰 ９０７
（３􀆰 １５５）

工作经验（年）
３１􀆰 ３０５

（１０􀆰 ３１７）
３０􀆰 ８７０
（６􀆰 ３３１）

３１􀆰 ２４０
（９􀆰 ８２３）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４􀆰 ７２６

（４􀆰 ３４８）
６􀆰 １９７

（４􀆰 ５０７）
４􀆰 ９５１

（４􀆰 ４０４）

婚姻（％ ）

　 已婚 ９０􀆰 ４ ９０􀆰 ８ ９０􀆰 ５

　 未婚 ９􀆰 ６ ９􀆰 ２ ９􀆰 ５

性别（％ ）

　 女性 ４７􀆰 ８ ５４􀆰 ４ ４８􀆰 ８

　 男性 ５２􀆰 ２ ４５􀆰 ６ ５１􀆰 ２

政治面貌（％ ）

　 党员 ２１􀆰 ２ １９􀆰 ６ ２０􀆰 ９

　 非党员 ７８􀆰 ８ ８０􀆰 ４ ７９􀆰 １

住房（％ ）

　 有 ８０􀆰 ５ ８２􀆰 ２ ８０􀆰 ７

　 无 １９􀆰 ５ １７􀆰 ８ １９􀆰 ３

地区（％ ）

　 东部 ４４􀆰 ６ ４８􀆰 ３ ４５􀆰 １

　 中部 ２２􀆰 ８ １９􀆰 ４ ２２􀆰 ３

　 东北 １０􀆰 ５ １３􀆰 ０ １０􀆰 ９

　 西部 ２２􀆰 １ １９􀆰 ３ ２１􀆰 ７

城市（％ ）

　 大城市 ３９􀆰 ０ ５１􀆰 ５ ４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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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非知青 知青 总体

　 中等城市 ２４􀆰 ７ ２５􀆰 ９ ２４􀆰 ９

　 小城市 ３６􀆰 ３ ２２􀆰 ６ ３４􀆰 ２

产业（％ ）

　 第二产业 ４８􀆰 ４ ５１􀆰 ４ ４８􀆰 ９

　 第三产业 ５１􀆰 ６ ４８􀆰 ６ ５１􀆰 １

单位类型（％ ）

　 公共部门 ２１􀆰 ６ ２１􀆰 １ ２１􀆰 ５

　 非公共部门 ７８􀆰 ４ ７８􀆰 ９ ７８􀆰 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１􀆰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由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来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

知青收入的影响。 表 ３ 列出了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上面部分是主方程回归结果， 下面

部分是选择方程回归结果。 两方程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ρ 小于零， 且非常显著。 这

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变量的确存在较严重的内生性选择偏差问题， 若采用 ＯＬＳ 估计，

则会严重低估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 验证了采用处理效应模型的必要性。 选择方程的

回归结果表明， 是否为女性和父亲受教育年限对上山下乡的概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

影响。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模型设定， 说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 父亲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 “地、 富、 反、 坏、 右” 等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更大的概率被选定为上山下乡的

对象， 多子女家庭中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女儿上山下乡而将儿子留城。

从主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影响

效应达到 ４２％ 。 控制变量中， 表征人力资本的教育变量的影响显著， 但回报率只有

５􀆰 ９％ ， 工作经验变量则不显著， 人力资本的作用有限①； 性别和政治面貌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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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样的结果与本文选取的样本有关。 为了加强可比性， 本文只选取出生年份在 １９３６ － １９６６
年之间， 从而有可能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上山下乡的个体样本。 这个群体的年龄相对集中，
工作经验差异不大；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特定工作的经验对收入提升的作

用有限； 文革期间的教育中断使得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１０ 年，
而且还有不少的工农兵大学生。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女性比男性收入要低 ２５􀆰 ７％ ， 党员比非党员收入要高 １５􀆰 ９％ ；

地区、 城市规模、 行业和单位类型的影响都很显著， 东部地区、 大城市、 第三产业、

公共部门的收入更高， 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

表 ３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处理效应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方程回归因变量：年收入的对数

　 　 上山下乡 ０􀆰 ４２２∗∗∗ ０􀆰 ０７０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４

　 　 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工作经验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女性 － ０􀆰 ２５７∗∗∗ ０􀆰 ０２３

　 　 党员 ０􀆰 １５９∗∗∗ ０􀆰 ０２４

　 　 东部地区 ０􀆰 ２９３∗∗∗ ０􀆰 ０３０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东北地区 － ０􀆰 ３１４∗∗∗ ０􀆰 ０４０

　 　 大城市 ０􀆰 ２２１∗∗∗ ０􀆰 ０２８

　 　 中等城市 ０􀆰 １２１∗∗∗ ０􀆰 ０３０

　 　 第二产业 － ０􀆰 １１９∗∗∗ ０􀆰 ０２４

　 　 公共部门 ０􀆰 ２６７∗∗∗ ０􀆰 ０２７

　 　 常数项 ８􀆰 １２６∗∗∗ ０􀆰 １０８

选择方程回归因变量：是否上山下乡

　 　 女性 ０􀆰 １７３∗∗∗ ０􀆰 ０４６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常数项 － １􀆰 ２８５∗∗∗ ０􀆰 ０４２

ρ － ０􀆰 ３２６∗∗∗ ０􀆰 ０４７

样本量 ４４２６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子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和稳健性， 我们从各个不同维度

分子样本进行回归。 从表４ 可以看到， 除了地区维度中的东北和西部地区子样本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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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样本中， 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 ρ 小于零且统计显著。

这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正向影响十分稳健。 从系数大小的比较来看， 上

山下乡经历对女性、 党员、 东部地区、 中等城市、 第三产业和非公共部门劳动者的收

入有更大的影响。

（三）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

１􀆰 总体回归结果

表 ５ 是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可以

看到，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经

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幸福感比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非知青幸福感要低 １３％ 。

表 ５　 总体回归结果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 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因变量：幸福感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上山下乡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２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年龄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女性 ０􀆰 ２９０∗∗∗ ０􀆰 ０３２

已婚 ０􀆰 ５１７∗∗∗ ０􀆰 ０５４

党员 ０􀆰 １８１∗∗∗ ０􀆰 ０３９

年收入的对数 ０􀆰 ３４４∗∗∗ ０􀆰 ０２１

住房 ０􀆰 ２７９∗∗∗ ０􀆰 ０４０

东部地区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２

中部地区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８

东北地区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０

大城市 － ０􀆰 １８７∗∗∗ ０􀆰 ０３９

中等城市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１

样本量 ５３４８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 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前面

收入效应的结果类似， 这也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群体的年龄段集中、 受教育程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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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低所致。 女性、 已婚和党员的幸福感更高， 特别是婚姻对个体幸福感有非常大的

影响。 收入和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较大， 这表明经济基础是幸福感的重要源泉。 东

部地区的幸福感显著更低， 其他地区的幸福感则没有显著差异； 城市规模越大， 幸福

感越低。

２􀆰 子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和稳健性， 我们从各个不同

维度分子样本进行回归。 从表 ６ 可以看到， 除了一些没有显著影响的子样本外， 其

他子样本中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个体幸福感都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表明， 上山

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很稳健。 从系数大小的比较来看， 上山下乡经历

对男性、 已婚、 非党员、 有住房、 东部地区、 大中城市劳动者的幸福感有更大的负

向影响。

四　 结论

本文采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数据， 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分

别考察了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 总体回归结果表明， 上山下乡

经历能使个体增加 ４２％ 的收入， 但同时会减少 １３％ 的幸福感； 子样本分析结果表

明， 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稳健。 从系数大小的

比较来看， 上山下乡经历对女性、 党员、 东部地区、 中等城市、 第三产业和非公共

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有更大的贡献； 对男性、 已婚、 非党员、 有住房、 东部地区、 大

中城市劳动者的幸福感有更大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启

示意义。
第一， 要理性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正确看待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

业政策。 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得大批青年人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校受教育机会，
造成 “人才断层”， 给个体、 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痛的灾难， 但是这一运动是中国特定

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不能脱离建国初期无序扩缩的教育政策、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

化战略以及 “文革” 等特定历史背景来单独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那个特定

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 即使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 待在城市也是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上山下乡虽然艰苦， 但也能磨练青年人的意志品质和环境适应能力， 形成坚强韧性的

个性特征， 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高回报。 当前面向基层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这

个意义上是有价值的， 但是要注意两点： 第一， 要让大学生自行比较下基层的收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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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来做出选择， 充分遵从大学生的个人意愿来推行政策； 第二， 要破除人才流

动的制度障碍， 既要让大学生愿意下到基层去， 同时也要使在基层的大学生能流动

出来。
第二， 个性特征是影响收入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个体收入的

研究结论表明， 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重要影响，
这是对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经验证据支持。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

论， 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 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水平高于穷人； 但若进行跨国比较，
则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伊斯特林悖论表明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存在差异。 现有文献一般从相对收入理论和忽略变量理论两个方

面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解释。 前者认为个人幸福感与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正相关。
后者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 还有一些如环境、 不平等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 当经

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呈现负相关时就会出现伊斯特林悖论现象。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

看作一个特殊的伊斯特林悖论， 即有着较高收入的知青却有着较低的幸福感。 上山下

乡的艰苦经历培育了知青坚强韧性的心理品质， 但同时也留下了苦难的生活回忆。 这

种个性特征正是知青高收入低幸福感的原因。 对伊斯特林悖论的个性特征解释可以看

作忽略变量理论中的一个新的忽略变量， 其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有待未来的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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